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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与常规统计分析相结合并辅以重点访谈的方法，研究了转基因食品的标识与

认知度的关系。研究发现: 职业群体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依然偏低，在标识方式和标识态度上总体

呈现“对转基因食品越了解，对标识要求则相对宽松”状态; 超过 90%的被调查者认为转基因食品需要强

制标识或定量标识; 标识成本态度与转基因食品认知度的关系不显著; 被调查者对转基因食品标识要求

普遍严苛于国际通行做法。鉴此，提出了转基因食品标识方式“从定性强制到定量强制，再到自愿”的过

渡性政策启示。
关键词: 转基因食品; 标识; 认知

中图分类号: Q789 文献标识码: A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Labeling and Cognition
Degre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Deng Xinan1，Guo Yuan1，Su Huifang2

(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2. Baotou Teachers' College，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Baotou 014030，China)

Abstract: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 GMF) labeling is a hot issue which involves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GMF and purchase inten-
tions towards i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eling and cognition degree of GMF is studied through methods of a combination of question-
naire survey and conventional statistical analysis，and in-depth interviews supplemen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nderstanding to
GMF is still relatively poor even for the sample which comes from occupational group，and the state of“the more understanding to GMF，

the more slack to its labeling”is generally demonst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eling ways and attitudes; more than 90% of respond-
ents believe that mandatory labeling or voluntary labeling is needed to GM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ncern of labeling cost and
cognition degree of GMF is non-significant; the demands for GMF labeling from respondents are generally harsher than those from pre-
vailing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Based on such findings，a policy implication has been put forward for a transition of from qualitative to
quantitative mandatory labeling，and eventually to voluntary lab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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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所谓转基因食品 ( GMF) 标识，是指对市场上

出售的转基因初级食品 ( 如大豆) 或由其加工制成

的食品 ( 如大豆油) 进行特定的标记，以便消费者

识别与选购。转基因食品又称为生物工程食品。
认知度是指大众对某一事物或人等对象的认识、
知晓或了解程度。所谓转基因食品认知度，是指

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以及对其功能或利益、
安全性或风险的认识、感知和判断。其中对转基

因食品生产原理的知晓程度是转基因食品认知度

的基础，从根本上代表了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

度［1－2］。事实证明，对事物特别是新兴事物 ( 如转

基因食品) 越不了解，就越容易产生神秘感乃至

恐惧感，而容易听信谣言。
职业群体是食品消费的主流群体，反映并代

表市场消费的趋势。职业群体对转基因食品标识

态度及其与转基因食品认知度之间的关系，既涉

及转基因食品产业化政策与风险管理［1］; 也涉及

部分消费群体诉求的所谓知情权问题［3－4］。面对当

前部分公众认为的转基因食品需要强制标识的状

况［5］，有研究或权威机构认为，对转基因食品进

行标识无意义，容易诱导人们认为转基因食品不

安全［3－4，6－8］，且会无效地增加检测费用并最终增加

消费者成本［4，6，9］。事实上，强制标识不是表面上

贴个标签而已，还有隐藏于商品背后的检测、分

装、管理、监督等诸多投入。也有研究表明: 对

转基因食品标识要求的强烈程度与认知度呈现负

相关———即认知度越低，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要

求越强烈［1］。转基因食品究竟需不需要标识? 如

果需要，采用何种方式比较适宜; 如果不需要，

其依据能否广为接受? 这些相关标识问题是转基

因食品产业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

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消费者关注的热点［10－11］。研

究转基因食品标识态度及方式与转基因食品认知

度之间的关系，对于转基因食品研发特别是其产

业化政策的调整，从而促进转基因食品产业健康

有序发展具有基础性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1 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国际动态

1. 1 国际转基因标识政策概览

按照对转基因食品及其饲料的标识态度与方

式来划分，全世界有三种 GMF 标识管理模式。

( 1) 以美国为代表的自愿标识。美国多年来

采取自愿标识制度，即自行选择是否标识。所谓

自愿标识，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 “不必标识”。该

制度也有前提条件，就是转基因食品的营养成分

或安全性与常规食品没有显著差别; 换言之，如

果转基因食品营养成分发生了显著变化，或含有

非转基因食品所没有的并且可能引起过敏的蛋白

质，那么它就必须标识［7］。该政策寓意表明: 商

家愿意标识含转基因成分或不含转基因成分，均

可自愿; 美国转基因标识也包含非转基因 ( Non-
GMO) 的标识———反向标识，前提是不能含有 “非

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食品谁比谁更健康”的歧视。
采取这一制度的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阿根廷等。

无独有偶，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 CAC) 认为

“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可以采取自愿标识的原则处

理”，并在 2011 年 5 月正式公布了有关转基因食品

在国际贸易中标识的原则: 自愿标识［12］。
作为农业生物技术的领军国家，美国在 2016

年之前对转基因食品标识政策一直比较宽松，但

近年来出现要求标识的呼声，部分州之间出现不

同的政策，导致联邦政府立法［3］，计划采取统一

标识的政策调整，具体实施方案仍在制定之中。
( 2) 以欧盟为代表的定量标识。定量标识也

叫定量强制标识，是指为转基因成分设定一个阈

值，检测食品中含有超过阈值的转基因成分，就

必须标识，没有超过则不必标识。国际上已制定

转基因标识法的大多数国家，尽管在标识内容、
阈值方面并不相同，如具体阈值欧盟和巴西均为

0. 9%、日本为 5%、澳大利亚为 1%，但与欧盟的

阈值政策要求类似，因而可以称其为国际比较通

行的定量标识制度。
欧盟转基因食品标识法有很多豁免的例外，

即不是所有的遗传工程应用的终端食品都要标识。
这些豁免包括不是直接来自转基因作物的一些食

品。例如: 用转基因饲料喂养的动物生产的肉、
蛋、奶、奶制品等食品无需标识; 含有转基因作

物花粉的蜂蜜不必标识; 来自转基因微生物的食

品添加剂、调味品、维生素等无需标识; 转基因

微生物的酶和底物不必标识; 生产食品的微生物

( 如酵母菌) 采用转基因物质培养基培养的食品无

需标识［12］。
( 3) 中国的定性标识。定性标识也叫定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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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标识，即凡被列入标识管理目录并用于销售的

转基因生物产品，只要含有转基因成分，无论多

少都必须标识。该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阈值

的设定，既不科学也缺乏操作性和可行性［10］。目

前只有中国采取这一相对模糊的标识方式，模糊

处在于忽视了检测的成本与其技术的可操作性。
中国的定性标识采取的是 “零容忍”和 “大范围”
政策，即只要食品含有来自转基因生物的成分，

不管含量多少也不管是原料产品还是加工品，都

要标识出来，即便最终销售产品中已不再含有或

检测不出转基因成分的产品，也要标注 “本产品

为转基因××加工制成”［13］。
2002 年，原农业部公布第一批实施标识管理

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共分为 5 类 17 种，5 类

是指当时批准商业化种植或进口的转基因棉花、
大豆、玉米、油菜、番茄; 17 种是指 5 类生物的

种子、产品及其加工品。中国种植的木瓜绝大多

数是转基因木瓜，且多为小农经济下的零散种植

或零散销售模式，没有包装，因标识难以操作而

未列入目录。
1. 2 转基因食品标识出现的两大新情况

( 1) 美国标识政策的变化。为了避免部分州

可能推出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法案，州之间出现

不同的政策，从而可能造成市场混乱，美国 2016
年 7 月通过了 《国家生物工程食品披露标准》法

案，授权农业部就生物工程食品确立强制性披露

标准及实施方法和规程［3］。这一联邦法案在优先

级上高于各州级转基因标识法案，法案要求食品

生产商自主选择在包装上标注转基因成分的形式，

包括文字、符号或由智能手机读取的二维码，即

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等方式来获取转基因食品的

具体信息，以满足消费者对食品属性的知情权与

选择权。农业部将利用两年时间撰写相关规定，

包括说明食品中含多少成分 “生物工程加工物质”
该食品才必须标注等。该法案并不涵盖基因编辑

技术。这实质上是联邦政府为统一规范各州政策

而采取的介于 “自愿标识”和 “强制标识”之间的

折中方案，即以“扫码关注”等方式化解各州在转

基因食品标识上存在的分歧。这一法案标志着美

国转基因食品标识政策由 “自愿标识”向 “灵活标

识” ( 一说向强制标识) 的转变，但相对宽松的标

识政策并未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且尚在完善之中。

( 2) 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基因编辑能够高

效、精确地对基因组进行修改，更精准地选育符

合人类需求性状的作物品种，且大幅缩短育种时

间。由于这类新品种不含跨物种的所谓 “外源基

因”———而外源基因的转入是对转基因食品持怀疑

或反对态度的主要理由，因而可能会颠覆 “传统”
转基因食品概念，进而涉及到对转基因作物的重

新定义。
国内 外 已 出 现 多 项 利 用 基 因 编 辑 技 术 ( 如

CＲISPＲ-Cas9) 育种而产生的产品或实验产品，而

且基因编辑植物产品能够被一些政府机构如美国

农业部豁免，如 2016 年美国农业部决定不对利用

基因编辑技术培育的蘑菇进行监管; 2017 年在美

国中西部和南加州上市的北极苹果无需标识; 2018
年 3 月美国农业部再次声明，不会对基因编辑技术

育种的农作物进行监管。美国、加拿大等国政府

拟将这类新兴技术归为非转基因技术，表示只要

不含外源 DNA，基因编辑作物就不受 GMO 框架监

管。由基因编辑技术开发出的基因编辑作物一旦

被广泛应用，就将导致转基因食品产业格局重新

洗牌［1］。

2 研究方法与调查方案

2. 1 研究方法与调查对象

我们于 2009—2010 年和 2014—2015 年，对转

基因食品认知度与购买意愿关系进行了问卷调查

研究［1］; 作为系列与后续研究之一，2017 年将问

卷调查的重点转向转基因食品标识与认知度的关

系 ( 以上调研分别简称 2010、2015、2017 调研) 。
由于转基因食品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和科普通俗之

需，2017 调研仍然采用自填问卷调查与常规统计

分析相结合并辅以重点访谈的方法。
问卷调 查 的 对 象 来 自 北 京、黑 龙 江、吉 林、

山东、上 海、河 南、湖 北、湖 南、江 西、福 建、
内蒙古 11 省区市的企业、政府事业单位、研究院

所、大学的工作人员或在读研究生，除了少数属

于大专学历但具有多年工作经验之外，大部分具

有大学及以上学历，因而调查对象总体具备对转

基因食品的独立判断和较为准确的理解能力，属

于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职业群体 ( 其中研究生可

以归入科研行业的职业群体) ———与 2015 调研对

象基本属于同一类型。此次调查采用定向随机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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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法，即定向抽样———适用于调查者对总体的有

关特征具有一定了解而标本数较多情况下的抽样

方法，既考虑问卷对象的地区、职业及文理农工

等专业的多样性和代表性，又兼顾问卷过程的简

单可操作。之所以选择上述 11 个省区市，一是考

虑到其农业主产区的代表性或农业生产的先进性;

二是考虑到调查人员的来源及其方便可行。所谓

“定向随机”是指选取具有调查条件的特定地区、
特定单位或特定群体，但并不针对具体某人。所

谓“简单易操作”是指遵从 “乐于接受、易于填

写、便于回收”原则; 所设计的问题简洁明快，符

合公众抽样调查 “问卷的信度一般要求填写时长

小于 20 分钟”的国际惯例。共发放问卷 260 份，回

收 243 份，其中有效问卷 217 份，占回收问卷总数

89%。重点访谈的目的是增进双方对问卷所涉及相

关问题的理解，以便综合分析其中的原因。
本次定向随机抽样回避了两类群体: 一是生

物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及研究生，这类群体大多坚

定支持转基因食品的研发及产业化; 二是 “隔壁

王大妈”类，他们普遍无高等或中等学历或无职业

性固定 工 作。回 避 这 两 类 群 体，恰 如 在 抽 样 中

“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
问卷调查及其相关访谈的时间介于 2017 年 8

月—2017 年 12 月，反映 2015 调研 2 年后的 2017
年基本状况。
2. 2 问卷设计

依据认知度对转基因食品标识态度、标识方

式的影响设计调查内容; 按照 “问题简明、选项

易行”原则，设计出 6 个方面的问题 ( Q1 ～ Q6) ，

分为 3 组。
( 1) 转基因食品认知状况。
Q1，你对 GMF 生产原理的知晓程度 ( 只选一

项) ，属于认知度的主体内容。划分为 4 个档次:

很了解、大致了解、不太了解、不了解。GMF 生

产原理的知晓程度，从认知度的基础和根本两方

面代表了转基因食品认知度水平。从量化角度分

类，很了解、大致了解属于 “高认知”; 不太了

解、不了解属于“低认知”。
Q2，GMF 需 要 标 识 与 否 的 主 要 因 素 是 什 么

( 可多选) ，属于认知度的补充内容。需要的因素

分 4 个选项: ①消费者知情权; ②潜在安全问题;

③非转基因产品的营销策略; ④其他。不需要的

因素也分 4 个选项: ①生产经营成本; ②安全不成

问题; ③转基因产品的营销策略; ④其他。
( 2) 认知度与标识态度的关系。为了简明起

见，本次调研只选取了 “标识成本态度”“转基因

饲料标识态度”两个“热点”问题。
Q3，GMF 标识会增加生产经营成本，导致价

格不同程度上升; 得知此情况后，您觉得需要标

识吗。划分为 3 个选项: 需要、不需要、不确定。
Q4，您认为用转基因饲料喂养的动物性食品

( 鱼、鸡、牛奶等) ，是否需要标识。分 3 个选项:

需要、不需要、不确定。
( 3) 认知度与标识方式的关系。
Q5，通过政府监管并批准上市的 GMF，您认

为要不要标识或如何标识。分 4 个选项: ①不必标

识; ②强制标识; ③自愿标识; ④定量标识 ( 转

基因成分超过规定的阈值后强制标识) 。
Q6，传统食品标注“非转基因食品” ( 即反向

标识) ，您认为如何。分 5 个选项: ①有必要; ②
部分食品有必要; ③没必要; ④无所谓 ( 自愿) ;

⑤反向标识会误导消费者。

3 数据分析与比较

本节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包括认知

度状况及其与标识态度、标识方式的关系，以及

相关指标的比例、结构。
3. 1 转基因食品认知度状况

( 1) 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对 Q1 的统计

表明: 在职业群体样本中，对转基因食品生产原

理的了解程度 ( 简称“对转基因食品了解程度”)

总体偏低。在 217 位被调查者中，属于高认知范围

的很了解和大致了解者共占到 38. 7%; 属于低认

知范围的不了解和不太了解者共占 61. 3%。大部

分属于不太了解或大致了解; 不了解所占比例达

19. 8%; 很了解所占比例只有 5. 5%。
与 2015 调研比较发现，对转基因食品了解程

度不升反降，属于高认知范围的很了解和大致了

解的比例由 47%下降到 39%［1］。一方面是样本不

同而产生系统误差，另一方面也是近年来转基因

食品舆情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反映。
( 2) 影响转基因食品需要标识与否的因素。对

Q2 与 Q1 的关联统计结果表明: 在认为需要标识所列

的 4 项因素 ( 可多选) 中，按被选人次多少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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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消费者知情权 ( 181) ; ②潜在安全问题 ( 129) ;

③其余的两个选项所占比例均不大 ( 见表 1)。
在职业群体样本中，无论是高认知还是低认

知，认为需要标识的主要因素均依次是消费者知

情权、潜在安全问题，比例均达到 91. 7%; 认为

其余因素的比例均只有 8. 3%。

相对而言，高认知者认为 “潜在安全问题”的

比例 ( 33%) 小于低认知者的该比例 ( 41%) ，表

明认知程度较低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所谓 “潜在

安全问题”更为担心。
由于认为不需要标识的人数很少，样本不足，

因而关于其不需要标识的因素统计无意义。

表 1 转基因食品需要标识的因素

因素

认知度

消费者知情权 潜在安全问题
非转基因食品的

营销策略
其他 合计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高认知 71 58. 7 40 33. 0 4 3. 3 6 5. 0 121 100. 0

低认知 110 50. 7 89 41. 0 13 6. 0 5 2. 3 217 100. 0

合 计 181 53. 6 129 38. 2 17 5. 0 11 3. 2 338 100. 0

3. 2 转基因食品认知度与标识态度的关系

( 1) 转基因食品认知度与标识成本态度。对

Q3 与 Q1 的关联统计结果表明: 固然转基因食品

标识会增加生产经营成本，导致价格不同程度上

升，但得知此情况后，各档认知程度认为需要标

识的比例仍然很高，平均高达 91. 7%; 相对而言，

高认知者认为需要标识的比例 ( 89%) 略低，但与

低认知者的该比例 ( 93%) 相差不大 ( 见表 2) 。

表 2 基于认知度的标识成本态度

标识成本态度

认知度

需要 不需要 不确定 合计

人 % 人 % 人 % 人 %

高认知
很了解 11

大致了解 64
89. 3

0

4
4. 8

1

4
5. 9

12

72
100. 0

低认知
不太了解 83

不了解 41
93. 2

2

2
3. 0

5

0
3. 8

90

43
100. 0

合 计 199 91. 7 8 3. 7 61 4. 6 217 100. 0

认为不需要标识或不确定与认知度的关系同

样不显著，具体来说，高认知者认为不需要和不

确定的数量分别与低认知者的相应数量相等 ( 4、
5) ，所占比例都比较小且相差不大。

( 2) 转基因食品认知度与转基因饲料标识态

度。对 Q4 与 Q1 的关联统计结果表明: 在职业群

体样本中，认为用转基因饲料喂养的动物性食品

( 鱼、鸡、牛奶等) 需要标识的比例高达 86. 6%;

认为不需要标识的比例仅占 5. 5%; 认为不确定即

两可的比例为 7. 9% ( 见表 3) 。相对而言，高认知

者认为需要的比例 ( 81%) 小于低认知者的该比例

( 90%) ; 认为不需要的比例 ( 10%) 高于低认知的

该比例 ( 3%) 。
3. 3 转基因食品认知度与标识方式的关系

( 1) 转基因食品认知度与标识方式。对 Q5 与

Q1 的关联统计结果表明: 在职业群体样本中，无

论是高认知还是低认知，认为不必标识和自愿标

识的比例均较低; 认为强制标识的比例均最高，

认为定量标识的比例其次 ( 见表 4) 。
相对 而 言，高 认 知 者 认 为 强 制 标 识 的 比 例

( 62%) 小于低认知者的该比例 ( 68%) ，表明认知

程度较低者，对转基因食品的强制标识要求更高。
相应地，高认知者认为不必标识、自愿标识的比

例高于低认知者的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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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于认知度的转基因饲料标识态度

饲料标识态度

认知度

需要 不需要 不确定 合计

人 % 人 % 人 % 人 %

高认知

很了解 9

大致了解 59
81. 0

2

6
9. 5

1

7
9. 5

12

72
100. 0

低认知

不太了解 80

不了解 40
90. 2

3

1
3. 0

7

2
6. 8

90

43
100. 0

合 计 188 86. 6 12 5. 5 17 7. 9 217 100. 0

表 4 转基因认知度与标识方式的关系

标识态度

认知度

不必标识 强制标识 自愿标识 定量标识 合计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高认知
很了解 0

大致了解 2
2. 4

5

47
61. 9

0

6
7. 1

17
28. 6

12

72
100. 0

低认知
不太了解 2

不了解 1
2. 3

55

35
67. 7

2

1
2. 2

31

6
27. 8

90

43
100. 0

合 计 5 2. 3 142 65. 4 9 4. 2 61 28. 1 217 100. 0

与 2015 调研比较发现: 无论是高认知还是低

认知，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比例有所上

升，分别由 55%和 58%上升到 62%和 68%; 反之，

选择自愿标识的比例，分别由 9%和 3%下降到 7%
和 2%; 选择不必标识的比例都很低，均不到 3%;

选择定量标识的比例，无论是高认知还是低认知

均有所上升，分别由 14%和 10%提高到 28%左右，

反映出当前标识方式中除了强制标识外的另一个

明显的变化趋势［1］。

( 2) 转基因食品认知度与反向标识。对 Q6
与 Q1 的关 联 统 计 结 果 表 明: 在 职 业 群 体 样 本

中，针对传统食 品 标 注 非 转 基 因 食 品 ( 即 反 向

标识) ，认为有必要的比例较高，达 39. 7%，如

果加上部分食品有必要的比例 ( 16. 5% ) ，则认

为必要的 总 体 比 例 更 高，约 占 一 半; 反 之，认

为没必要和自愿的 比 例 较 低，分 别 为 16. 1%和

10. 8% ; 认为反 向 标 识 会 误 导 消 费 者 的 比 例 为

16. 9% ( 见表 5 ) 。

表 5 转基因认知度与反向标识的关系

反向标识态度

认知度

有必要 部分必要 没必要 无所谓 ( 自愿) 会误导 合计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高认知
很了解 6

大致了解 31
38. 1

2

15
17. 5

3

14
17. 5

0

8
8. 3

4

14
18. 6

15

82
100. 0

低认知
不太了解 39

不了解 20
40. 7

19

4
15. 8

11

11
15. 2

13

5
12. 4

17

6
15. 9

99

46
100. 0

合 计 96 39. 7 40 16. 5 39 16. 1 26 10. 8 41 16. 9 242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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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对 而 言， 低 认 知 者 认 为 有 必 要 的 比 例

( 40. 7%) 略高于高认知者的该比例 ( 38. 1%) ; 高

认知 者 认 为 反 向 标 识 会 误 导 消 费 者 的 比 例

( 18. 6%) 略高于低认知者的该比例 ( 15. 9%) 。

4 结论与启示

常规统计分析存在缺乏置信度检验等局限性，

但具有通 俗 的 相 对 优 势，特 别 是 在 针 对 转 基 因

“神秘”特色而需要公众容易理解的社会环境下，

常规统计结合重点访谈，能够直观显示统计规律

或现象、分析规律或现象与变化趋势背后的原因

以及所蕴含的意义，以利获取对转基因食品标识

现状的基本判断及其未来政策调整的启示。
4. 1 职业群体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度有待提升

调研发现: 职业群体对转基因食品生产原理

的知晓程度总体偏低，表明即便是高文化素质群

体，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也仍然偏低; 与两

年前的同类调研相比，该类群体对转基因食品的

认知度不升反降。
造成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除了存在由于

样本不同而产生系统误差外，主要应归咎于转基因

食品遭遇的社会环境。从近年来的转基因食品社会

舆情、“反转”谣言通过微信等新媒介大量传播，以

及中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及其国际份额不增反降

等多方面的事实，也可以佐证统计上的 “反常”
结果。

对转基因食品越了解，就越容易消除对转基

因食品的恐惧，且对标识的要求相对宽松［1］。转

基因食品进入市场虽已有 20 余年的时间，但中国

本土生产的只有木瓜和利用进口大豆加工生产的

大豆油，因而总体而言仍属于新生事物。随着转

基因食品国际竞争力及其对食品、营养、环境影

响的不断扩大，转基因食品产业化并规模化融入

国内市场已成趋势，因而，为了应对食品与营养、
资源与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就应当提高转基因食

品的认知度。认知度的提升，有助于形成对转基

因食品的理性思维和对谣言鉴别力的提高，进而

有利于消除或减轻对新生事物的神秘感与 “恐新

症”，创造客观公正的舆论及市场环境。提高对转

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既是科学理性问题，如消

除潜在食品安全，又涉及非理性问题，如哲学社

科学术界充斥的转基因 “非自然”“愚弄上帝”思

潮［14］以及网民情绪化反应等，因而转基因食品产

业化过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新旧产业及政策的

博弈过程。
4. 2 转基因食品标识成本态度与认知度的关系尚

不显著

职业群体样本中的 90%以上认为转基因食品

需要标识，较两年前同类调查的该比例有所提高。
标识无疑会增加成本，导致不同程度的价格上升，

并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当调查提醒标识背后

的此种“假设”时，仍有 9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

转基因食品需要标识———包括强制标识和定量标

识，持不必标识和自愿标识的比例不到 10%; 而

且高认知者与低认知者认为需要标识的比例相差

不大，微小差别在于低认知者认为需要标识的比

例略高于高认知者的该比例。
导致转基因食品标识成本态度与认知度的关

系并不显著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职业群体普遍

对标识成本的复杂性缺乏充分认识; 另一方面也

是因为，在职业群体的恩格尔系数普遍较低、对

食品价格敏感性下降的情形下，转基因食品与非

转基因食品从价格上对单个消费者的影响差别不

大。由重点访谈得知，在选取需要各类标识时，

多数未考虑到因为标识引起的食品价格上涨问题，

佐证了这一“不显著”现象。但是，作为宏观产业

政策主体的国家，在调整转基因食品标识需要与

否以及采取何种标识方式的政策时，就必须考虑

到标识造成食品生产、流通及监管成本的大幅度

提升，及其对产业和消费者整体带来的影响。
4. 3 职业群体的标识要求落后于国际标识政策

中国当前采取的定性强制标识方式及其群体

诉求普遍严苛于国际通行做法，甚至苛刻于国际

公认的对转基因食品监管严格的欧盟。以对待用

转基因饲料喂养生产的产品是否需要标识的态度

为例，在职业群体样本中，认为用转基因饲料喂

养的动物性食品需要标识的比例高达 86. 6%; 与

欧盟、巴西等豁免标识政策 “接轨”的认为不需要

标识的比例仅为 5. 5%。这表明: 即使是职业群

体，也并未充分理解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的实

质同等性。因为，即便是对转基因食品采取基于

过程管理模式的欧盟，对用转基因饲料喂养动物

来生产的产品，也采用了 “豁免”标识方式即不用

标识。



第 12 期 ( 2018 年 12 月) 中国科技论坛 -171 -

从逻辑上讲，标识与知情权有关而与安全性

无关。例如欧盟等制定转基因标识法就宣称是为

了给消费者“选择食品的自由权”，而与食品安全

无关［12］。但在 2015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中增加规定: 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

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 ( 第 69 条) 。这便是政策

上的模糊性，容易产生误导———似乎转基因食品

存在安全性问题———与 “通过政府监管并批准上

市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政策产生了逻辑上的

矛盾。
可见，在对待转基因饲料有关标识方面，国

际普遍性的“豁免”做法值得借鉴。与此同时，在

对待转基因食品标识等复杂性问题方面，真理不

一定掌握在多数人手里，政策制定者对此应有清

醒的认识、妥协的策略以至 “满意型”决策———可

以界定为: “标识法的刚性、民意的柔性、转基因

食品应用实践的理性”的三结合、三统一政策。
4. 4 定性强制标识根深蒂固，定量标识可为过渡

针对通 过 政 府 监 管 并 批 准 上 市 的 转 基 因 食

品，在职业群体样本中，大多数 ( 62% ) 认为需要

强制标识，有超过 1 /4 ( 28% ) 的人认为需要定量

标识; 只有不到 7%的人认为不必标识 ( 2% ) 或自

愿标识 ( 4% ) 。可见，与目前中国转基因食品标

识政策相对应的强制标识已是多么 “深入人心”;

作为国际 较 为 通 行 的 定 量 标 识 尚 未 具 备 广 泛 的

“群众基础”。
在中国转基因食品作物种植的国际市场份额

微乎其微的境况下，定性强制标识政策的模糊性

和不具可操作性的弊端已经显现［10］。通过政府监

管并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从逻辑上证明已经

是安全的，但为了满足知情权与选择权，又不惜

成本进行检测、标识，容易被公众认为不安全或

存在潜在安全问题———最典型的说法就是 “现在

安全，保证不了千百年也安全”。无论含有多少转

基因成分，哪怕只有万分之一，也要标识出来，

本身就不具备可操作性。因而，从目前的定性强

制标识过渡到国际普遍通行的定量强制标识，已

呈不可避免态势; 但能否直接过渡到自愿标识或

不必标识，尚不具备现实的民意基础。
非转基因食品标识与转基因食品标识是同一

问题的两个侧面。与以上转基因食品正向标识强

烈程度对应的是: 非转基因食品的反向标识同样

盛行，如世上本无 “转基因花生”，一些商家却

在其产品上标注由非转基因花生生产。在职业群

体样本中，认为传统食品有必要标注非转基因食

品的比例高达近一半; 只有 16%的被调查者认为

没必要。认 为 反 向 标 识 会 误 导 消 费 者 的 比 例 为

16. 9%，这少部分群体应是从本质上认识到转基

因食品的正向标识与非转基因食品的反向标识两

者的真实含义与后者的 “噱头”。如何协调正反

向标识，是留给政策研究与制定者的课题，也将

是满足公众知情权与选择权的长期话题。关注转

基因食品生产和消费大国———美国的转基因食品

标识政策变化和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发展趋势，

有助于找到化解当前转基因食品正反向标识困局

的另类途径。用 “化解”意在表明，转基因食品

标识的困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解决。新一代

基因编辑 技 术 的 突 破 性 进 展 与 大 规 模 产 业 化 应

用，能否使转基因食品标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意

义? 也将是转基因食品政策研究与制定者面临的

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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